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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
——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基于微观层面农村居民的主观感受，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技

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利用全国11个省份的全面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当前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普遍较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即数字技术应

用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丰富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提高村庄公

共性以及增强村集体行动能力来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男性群体、老年群体和低

学历群体，数字技术应用对女性群体、年轻群体和高学历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更为显著。据此，从完善数字技术应

用场景、完善数字政务服务、拓宽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乡村；数字治理；社会治理效能感；社会资本；村庄公共性；数字化转型 

赵祥云　赵晓峰　王春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2ZDA101）。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3-04-19　　　　修回日期：2023-06-1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提高乡村治

理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关键一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拓展，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

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

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着力发

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

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

理新体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

成为丰富农村治理手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加强国家

基础权力建设的重要途径[1]。

乡村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水平的客观体现，但当前

乡村治理体系仍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仍有待提升，

乡村治理效能的衡量标准也存在多样化、碎片化问

题[2,3]，且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和治理技术改进，乡村治

理效能的评价标准也会随之变化[4]。而从微观层面看，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人，乡村社会治理就是要着

力解决人们急难愁盼的问题，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因此，农村居民的治理效能感是乡村治

理水平的最直接体现。仲利娟[5]借用“政治效能感”首

次提出“社会治理效能感”，即“社会公众对地方社会治

理效果的评价以及对社会治理的期待”。社会治理效能感

越高，表明居民对社会治理实践行动的评价越积极，社会

治理对居民个人的影响越明显、越正向。因而研究治理效

能感能够更加深入剖析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形成机

制，明确当下农村居民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期待，进而完善

乡村治理行动，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农民社会治理效能感

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且具有动态性和多

样性[6]，会随具体的乡村治理行动而变化。

此外，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或者礼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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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维系其社会运行，虽然伴随现

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人口外流现象凸显，传统乡村原

有的社会结构逐渐松动，但是相对于城市社区来说，乡

村社会的联结程度依然较高，村庄动员能力较强，这直

接影响到农民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术应用[7]。而社会

资本、村庄公共性、村集体行动能力等非正式制度要素

影响着村庄动员能力和实践行动[8]。因此，在“数字下

乡”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

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了影响？数

字技术对农村不同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产生的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上述问题有待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

鉴于此，基于全国11省份的农村社会治理调查数

据，从农村居民数字应用中的生活应用、政务应用和公

共事务应用三个方面表征农村居民的数字应用水平，实

证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

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试图揭示数字技术应用在不同群

体影响居民治理效能感的异质性。

二、数字技术应用影响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治理效能感与数字技术应用的研究动态

“社会治理效能感”中“效能感”一词最早应用在

心理学领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

某一事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

受”[9]。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拓展，“效能感”一

词被社会科学借鉴并延伸，使用最多的是“政治效能

感”，即个体对政治的主观感受，是对自身政治能力的

一种自信程度的衡量[10]。类比于政治效能感，社会治理

效能感也就是对社会治理效能的主观感受，因此首先需

要对社会治理效能有明确的认识。社会治理效能是指

“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满足人民需求而采取行动，保证

各项制度在治理实践中的实际执行度、任务完成度、

目标实现度，促使民生保障制度与社会治理实践有效互

动”[11]。目前，关于社会治理效能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基

础、存在问题、提升路径等几个方面。其一，就存在

问题而言，当前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村庄内

生动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扶持，这不仅浪费了大量资

源，对农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也没有明显作用[12]。其二，

就提升路径而言，对于当前农村社区普遍存在的价值脱

嵌、公共精神缺乏等问题，可以通过乡情价值回归、党

建引领乡村情感治理行动网络、乡村情感柔性治理机

制重塑等方法回应，借助情感治理协同提升农村社会

治理效能[13]，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提高其获得感[14]。

此外，还可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借助“互联网+”的技

术，利用新型媒体传播渠道，增强基层社会动员和整

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15]。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已经全面融入社会治理

中，社会治理效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密切相关。目前，学

界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的研究集中在理论内涵研究、效应

作用分析、技术治理限度和现实困境突破几个方面。首

先，在理论内涵研究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本身是建立

在社会治理权力结构基础上的，是由权力运行支配的政

治过程，反映的是国家本身[16]。其次，在效应作用分析

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可以缩小“数字鸿沟”，再造乡村

治理结构，拓展居民参与渠道[17]，强化村民参与意识与

管理者责任感，纠正基层权力“跑偏”[18]，破解乡村精

英操纵农村公共话语权的局面，提高乡村治理水平[19]。

但在推进数字下乡过程中也存在数字迷信现象，出现

“智能官僚主义”，催生反治理力量[20]，对乡村性产生

冲击，破坏乡村伦理规则、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等，

影响乡村治理的有序发展[21]。再次，在治理技术限度方

面，由于社会问题复杂多样，而数字技术是简单直接

的，在处理治理问题时，容易产生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

的矛盾；同时数字技术容易忽视村民本身以及村庄人情

文化，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官

僚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现象[22]。最后，在现实困境突破

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数字技术治理共同体，化解技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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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改变，数字技术的生活性应用明

显增加[29]。而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从技术层面向治理层

面的跃升，经历了以单向传递为主的电子政务模式到跨

部门、跨职能整合的数字政府形态，再到依托数据流及

平台进行大数据治理的过程转变[30]。在此过程中，“互

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31]，农民的数字技术政务应用水平不断提升。

这些变化对农民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

深刻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具

体来说，数字技术应用通过社会资本、村庄公共性、村

集体行动能力三个方面，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

感。图1为研究的逻辑框架示意。

  第一，社会资本。中国农村具有乡土性的底层架

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而社会

关系网络的核心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由农村居民

的社会交往范围和社会交往频率来衡量。农村居民借助

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在聊天互动、政务办理、参与

村庄公共事务过程中拓展社交半径，增加交往频率。通

过小视频制作及点赞、评论等手段，农村居民间的沟通

更加深入，特别是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数字技术可以

突破时空界限，扩大交往范围，进而增加社会资本[32]。

而社会资本的丰富可以显著增强农村居民相互之间的信

任和互动，强化群体归属感[33]，在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基

础上，满足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在原子化趋势明显

的背景下，有效的社会互动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显著

提升人们的主观感受，包括幸福感、满意度等[34]，进而

增加农村居民对于社会治理实践的认可和支持。因此，

理目标悬浮、防范技术权力越界、规避技术治理风险，

加强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技术应用在提升治理效能和

促进社会转型发展方面的作用发挥[23]。同时，也可以提

高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规则的适配性，全面赋能乡村治

理，提高数字技术应用的使用效率[24]。

虽然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应用、社会治理效能，以及

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效能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研

究，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有关数字技术应用与社

会治理效能感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仅有的研究分散

在不同领域。一些研究聚焦于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

认为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会影响青年的社

会治理效能感，进而促使青年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

中[2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作为一种主观

感受，农村居民的治理效能感更能直接反映农村社会治

理行动的成效，甚至比各类硬性指标和评估更重要，更

能传递出社会治理行动是否满足了农民的需求，是否解

决了农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基于此，下文尝试从微观层

面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

及其传导机制，以期丰富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研究。

(二）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

数字乡村治理是我国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

理”转型的治理实践活动[26]。虽然数字技术作为新要素

嵌入村庄会受到村庄社会的影响，但技术与社会是互构

关系，数字技术引入乡村，会对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各个

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如生活应用、政务应用以及公共事

务参与等。数字技术凭借其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使得

农民可以脱域或“缺场”地参与各种村庄公共事务[27]。

而数字生活是建设数字乡村的根本宗旨和动力所在，农

民的文旅教卫商等方面的需求满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现，关系到乡村数字建设水平的改善[28]。借助各类互联

网平台，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提高、娱乐社交网络拓 图1　研究的逻辑框架

生活应用

政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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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村庄公共性

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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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生活应用、政务应用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可以

促进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

第二，村庄公共性。村庄公共性是维持村庄社会秩

序的基础，产生于满足共同需求时的族群互助、集体合

作以及正式的制度安排等[35]。村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村

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村庄公共性

的增强可以有效提高村民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即村民

的自治能力。通过政务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各

种平台，农村居民可以及时了解村庄事务，积极参与到

村庄公共事务中，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是村庄公共性的

基础，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居民的主体性，提升其对

社会治理的认可度。同时，各类社交平台和政务平台拓

宽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通过这些平台农村居民

可以低成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自己的需求

进行表达，其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

权等能力得以增强[36]。农民通过数字化途径参与公共事

务，实现了社区再造，建构了乡村内生秩序，“原子

化”的村民得以联结到一起，村民们可以实现数字技术

基础上的自治模式[37]，在此基础上，其乡村治理效能感

得以提升。

第三，村集体行动能力。当前，村集体的主要代表

是村民委员会，而村集体的行动能力主要体现为村民委

员会能够激发村民共同遵守村庄规则，协调村民集体行

动，共同解决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品有效供给[38]。在很

多情况下，单个的农村居民很难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

面临的各种问题，村集体的必要性此时得以体现。而当

前很多村庄集体组织涣散、基本公共品供给不足、基层

治理能力有限[39]。因此，社会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提高

村集体的行动能力，村集体行动能力越强，其动员村

民、提高公共品供给质量的能力也就越强，农民的满意

度也就越高。数字政务平台借助大数据收集种类繁多、

范围面广的信息，特别是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多层次目

标，这就增强了村集体治理内容的精准性和治理任务的

有效性[40]。同时，电子政务还具有推动乡村基层管理、

提供社会服务等功能[41]。农民在使用线上平台办理政务

时不仅可以降低繁琐程度，还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进而提高其满意度，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感。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治理效能

感；

H2：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丰富社会资本、增强村

庄公共性和提高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作用机制来提升农村

居民的治理效能感。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

业，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的影

响，家庭往往采取男性外出务工就业、女性留守在家务

农和照料家庭的分工模式，这使得留守妇女成为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以

及村庄事务日益生活化，女性逐渐成为村庄社会治理的

关键力量。因此，相较于男性，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女

性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另外，

在数字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受技术、制度、文化

与老年人自身能力的制约，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在信息

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别，他们主动

地或被动地与信息化时代脱节，被排斥在数字社会外，

沦落为“数字难民”[42]。因此，相较于中老年人，数字

技术应用对年轻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效应可能更加明

显。除了以上两点，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具有一定的技术

门槛和使用条件，往往高学历群体的数字素养更优，在

数字技术应用的能力和程度上可能更强。因此，相较于

低学历群体，数字技术应用对高学历群体的农村居民的

治理效能感影响可能更为显著。据此，进一步提出如下

假说：

H3：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女性群体、年轻群体

及高学历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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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治理

课题组2022年8月对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

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宁夏、云南等11个省份的问

卷调查。调研对象整体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具体

抽样过程如下：首先，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状

况，从东部地区抽取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五

省，中西部抽取河南、宁夏、陕西、甘肃、四川、云

南六省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每个省抽取2～4个地

点，其中一个地点为该省省会下辖区县，其他地点为该

省其他地区下辖区县。最后，挑选每个区县3～5个乡村

社区展开调研，依据村庄的人口数量和分布结构，每个

村随机抽取20～30个家庭，在每个家庭选择一名熟悉家

庭和村庄情况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访谈。中国数字

技术发展状态和数字治理效能区域差异明显，调研样本

涵盖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能够反映不同地区的农村居

民的数字使用情况和数字治理效能。问卷包括个人家庭

基本信息、村庄基本状况、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治理和

个人认知等内容。通过对问卷进行有效性检验，并剔除

问卷信息缺失太多、存在异常值、前后答案不一等不合

格样本，最后获取农村社区居民有效问卷2279份。

（二）变量说明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社会治理效能感。借鉴胡荣

和林兆琦[43]及“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构建的

“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关于社会治理效能的

测量来构建指标，从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六个维度的主观评价对

社会治理效能感进行衡量。

人类发展由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生活是

幸福的”测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认同”到“非

常认同”。社会公平由“总的来说，你认为当今社会是

公平的”测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认同”到“非

常认同”。公共服务由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村庄

中享受到的福利与便利满意度如何？”测量，赋值1～5

分，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社会保障由问

卷中“您对您获得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如何？”测量，

赋值1～5分，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公共

安全由问卷中“近十年，您觉得社会更加安全了”测

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

社会参与由问卷中“您对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满意度如

何？”测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

满意”。对上述指标进行加总，构建社会治理效能感指

标，取值范围在5～30分。得分越高，说明治理效能感

越好。由表1描述性分析可知，社会治理效能感均值为

23.045，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总体较高。

⒉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技术应用，从数字

技术的生活应用、政务应用和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三个方

面进行衡量。其中数字技术的生活应用采用问卷中“您

有使用手机、自助平台线上办理相关生活事务吗？（如

缴纳社保、电费、登记身份信息等）”测量，将回答

“使用过”赋值为1，“没有使用过”赋值为0，“不清

楚”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数字技术的政务应用采用问

卷中“您有使用过基层政务平台线上办理过相关政务

事务？（比如办理户籍登记、身份证在线办理等）”，

“使用过”赋值为1，“没有使用过”赋值为0，不清楚

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数字技术的公共事务参与通过问

卷中“您有没有在村务微信群发过言或在智慧村务平台

阅读村务信息”来测量，“有”赋值为1，“没有”赋

值为0。将数字技术应用的三个方面进行加总，以此来

衡量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⒊控制变量

已有文献证实了农户成员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

区域特征等对社会治理效能及其感知有影响[44]。借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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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本文将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的控制变

量分为三类：一是受访者个体特征和认知变量，比如受

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二是家庭

特征变量，比如家庭年收入、家庭社会地位；三是农村

所处区域位置，比如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相关变量的设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

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具体表达式如下：

公式中，efficacyi为因变量，表示农村居民的社会

治理效能感，digitali为自变量，表示农村居民数字技术

应用程度，controli为控制变量，表明受访者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收入状况、家庭社会

地位状况等个体或家庭特征。a0、a1和a2为模型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σi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同时检验

数字技术应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六个子构成变量进行单

独回归，以检验数字技术对治理效能感各个方面的影响

效应。

四、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及

其机制分析

  （一）数字技术应用对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

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基准回

归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具体做法是，分别

以每个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VIF）均小于

3，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1汇报了数字

技术应用对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效应，模型2～7汇报了数

字技术应用对治理效能感的6个子变量的影响效应。回

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应用对村庄治理效能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水平越

高，则其对村庄的治理效能感越好。主要在于数字技术

的应用增强了村庄的治理能力，提升了村民的社会治理

知情度和参与度，让村庄居民更加感知到治理的过程与

成效，提升了其治理效能的获得感。从治理效能的子变

量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人类发展指数、公

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方面对农村居

表1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度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治理效能感 六个子指标综合所得 2279 23.045 3.843 6 30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程度，0～3 1963 1.71 1.124 0 3

性别 男=1；女=0 2279 0.52 0.5 0 1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2279 42.522 17.135 18 90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2279 0.927 0.26 0 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本科

=4；研究生=5
2279 2.567 1.125 1 5

政治面貌 有党派=1，无党派=0 2279 0.122 0.327 0 1

家庭年收入

上一年家庭总收入（2万以下=1；2万～5万=2；

5万～10万=3；10万～15万=4；15万～20万=5；

20万～50万=6；50万以上=7）

2279 2.883 1.307 1 7

社会相对地位
最底层=1；较底层=2；中间=3；较高层=4；最

高层=5
2279 2.964 0.573 1 5

区域 东部=1；中西部=0 2279 0.254 0.43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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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社会公平感知方面并不显

著。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便利人们生活，提高幸福感，增

强人类发展指数。同时，由于利用数字技术可以低成本

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无形中增加了居民的福利和社会

保障。数字技术有效推动了居民间的互联互通，提高了

村庄共建共治共享能力，从而提升居民的社会参与和增

强村庄的公共安全性。而在社会公平方面，数字技术应

用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主要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

会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数字鸿沟，从而加大不同群体参

与村庄治理的差异性，导致社会公平感的下降。也进一

步从侧面反映了在“数字下乡”的过程中要防止技术应

用的不平等性带来的社会公平感下降问题，着力于提升

数字技术应用的普惠性。

（二）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可能存在内生性，导致回归结果可能有偏。内

生性来源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数字技术

应用和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可能内生于地方经济社会变

量，数字技术应用和推广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地方经

济发展和治理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对地

方特征变量进行了有限的控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造

成的内生性问题。其次，数字技术应用与治理效能可能

呈现出双向因果的关系。本文已经分析了数字技术应用

能够提升治理效能感，但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可能会促进

表2　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的基准回归结果

治理效能感 人类发展 社会公平 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 公共安全 社会参与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数字技术应用 0.480*** 0.074*** 0.045** 0.067*** 0.111*** 0.07*** 0.113***

(0.077) (0.017) (0.019) (0.018) (0.017) (0.016) (0.018)

性别 -0.046 -0.013 -0.049 -0.001 -0.033 0.067** -0.017

(0.164) (0.035) (0.041) (0.038) (0.035) (0.034) (0.037)

年龄 0.036*** 0.005*** 0.008*** 0.005*** 0.008*** 0.007*** 0.004**

(0.007)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2)

民族 -0.591 -0.134* -0.018 -0.056 -0.112 -0.109 -0.161**

(0.362) (0.077) (0.089) (0.082) (0.074) (0.073) (0.073)

受教育程度 -0.253** -0.029 -0.049* -0.073*** 0.025 -0.062*** -0.065***

(0.106) (0.022) (0.026) (0.024) (0.022) (0.022) (0.023)

政治面貌 0.828*** 0.093* 0.182*** 0.175*** 0.179*** 0.083 0.116*

(0.27) (0.055) (0.062) (0.058) (0.054) (0.056) (0.06)

家庭收入水平 0.29*** 0.04** 0.049*** 0.058*** 0.045*** 0.031** 0.067***

(0.074) (0.016) (0.018) (0.017) (0.016) (0.015) (0.016)

社会相对地位 0.873*** 0.176*** 0.174*** 0.139*** 0.125*** 0.11*** 0.149***

(0.183) (0.039) (0.045) (0.041) (0.04) (0.036) (0.039)

区域 0.823*** 0.083** 0.13*** 0.085* 0.167*** 0.22*** 0.138***

(0.203) (0.042) (0.049) (0.048) (0.043) (0.04) (0.047)

常数项 18.405*** 3.252*** 2.869*** 3.186*** 2.709*** 3.433*** 2.957***

(0.822) (0.17) (0.2) (0.182) (0.17) (0.162) (0.176)

观察值 1963 1963 1963 1963 1963 1963 1963

R2 0.102 0.052 0.062 0.055 0.077 0.075 0.06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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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下乡。比如地方治理效能越好，也可能会加快

技术下乡，提高村庄的社会信任，带来数字应用能力的

提升。因此，本文在此使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看回归结果是否稳健。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

件，本文借鉴杨婵和贺小刚[45]的做法，采用区县级层面

的数字技术应用指标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对于同一区

县而言，由于一定区域内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和数字技

术推广的连带性，区县内各个居民的数字技术应用存在

一定的关联性；而整体区县的数字技术应用均值对村庄

内个体居民的治理效能感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因此工具

变量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检查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数字技

术应用均值）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工具

变量和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通过Cragg和Donald 

Wald检验来考察弱工具变量问题，结果显示Chi值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应用对治理效能感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方向和显著性上均与基准模型所报

告的回归结果一致。上述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在考

表3　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
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IV-2SLS

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

模型8 模型9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技术应用 —
0.516**

（0.246）

区县数字技术应用均值

（工具变量）

0.808***

（0.056）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63 1963

R2 0.985 0.102

Cragg-Donald Wald F — 204.39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虑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技术

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效应仍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⒈更换计量方法

由于因变量治理效能感的六个构成变量均为离散且

有序的变量，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在此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如表4模型10所示。从回归

模型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的

估计结果基本上一致，因此说明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

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⒉更换自变量测量指标

上文主要通过农村居民是否通过数字技术来参与村庄

公共事务来衡量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本文在此采用受访

者“是否刷快手抖音等短视频”“是否微信聊天”“是否

手机支付”“是否线上购物”来作为稳健性检验来衡量数

字技术应用的程度。居民使用的手机的功能越多，说明受

访者数字素养越好，则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从回归

结果表4模型11可以看出，更换自变量的测算指标后，数

字技术应用依然对治理效能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说明数字

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引致其更加便

利地参与村庄事务，带来了其治理效能感的提升。

⒊聚类到村庄层面

基准回归分析只考虑了个体因素在其他不可观测方

面的相关性，基于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但是由于少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数字技术应用
0.139***

(0.022)

0.365***

(0.063)

0.48***

(0.1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63 2279 1963

0.020 0.096 0.1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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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周围的人都很友好，我可以信任他人”进行衡量，

赋值1～5分，由“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最

后加总社会资本结构和功能综合为社会资本的指标测

量。村庄公共性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衡量，采用问

卷中“您认为您村庄的治理过程中，村民的参与程度如

何”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积极”到“非常积

极”。村集体是地域管辖范围内的村庄共同体，村民委

员会是村集体的执行机构[46]，因此村集体行动能力采用

村集体解决村民日常纠纷的能力衡量，采用问卷中“当

您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产生纠纷时，您通常是否通过村

委会来解决问题”，“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

  表5中回归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回

归结果如该表中模型13和14所示。模型13的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应用对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238，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

社会资本网络的拓展。模型14将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

资本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发现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为

1.719，且也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资本的中

介效应存在，即数字技术应用通过促进农村居民社会资

本拓展而促进了其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假设2中的机制

一得到验证。主要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则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将更加便利和频繁，不仅可以维持

原有的社会网络资本，还能够拓展新的社会资本，提升了

村庄内部人员的协作能力，带来治理效能感的增加。

  村庄公共性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15

和16所示。模型15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村

庄公共性的回归系数为0.11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村庄公共性的提升。模型

16将数字技术应用和村庄公共性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显

示村庄公共性对治理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为0.39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推动村庄公

共性的提升而带来了农村居民治理效能感的增加，假设

2中机制二得到验证。主要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

数个体可能同属一个村庄，村庄相关因素会影响个体的

治理效能感知。因此，本文将标准误从个体层面聚类到

村庄层面。结果如表4模型12所示，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

居民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估计值和显

著性回归结果相差很小，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社会资本、村庄公共性、村

集体行动能力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技术的应用会显著提

升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即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越强，则其对村庄治理的效能感知越好。根据理

论分析，本文选择社会资本、村庄公共性以及村集体行

动能力三个作用机制，并猜想：农村居民运用数字技术

的能力越强，则其社会资本越丰富，更加可能参与到村

庄治理中去，从而提升了其治理效能感；同样，农村居

民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则村庄的公共性越强，能

够提升村庄的互帮互助程度和村民的协作能力，因此提

升村民的治理效能感。相应地，农村居民运用数字技术

的能力越强，则村集体的行动能力越强，村庄治理效能

会更加突显，改善了村民对治理效能的感知。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中介效应

的检验步骤为：首先，将社会资本、村庄公共性和村集

体行动能力等中介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技术

应用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将数字技术应用和

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观察二者对治理效能感的

影响。M为中介变量，若系数和皆显著，表明中介效应

存在。

其中机制变量社会资本采用社会资本结构和社会资

本功能来进行衡量，社会资本结构主要指交往的频率，

采用问卷中“同本村人交往情况”进行衡量，赋值1～5

分，由“几乎不来往”到“经常往来”；社会资本功能

采用信任程度来测量社会资本的大小，采用问卷中“我

赵祥云　赵晓峰　王春凯·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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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了解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农民可以低成本地通过

各类数字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升了公共事务的

参与度和村庄治理的认可度，带来了治理效能感的提升。

村集体行动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

17和18所示。模型的回归17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

对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75，且在5%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促进了村集体行动能

力的提升。模型18将数字技术应用和村集体行动能力同

时纳入回归模型，显示村集体行动能力对治理效能感的

回归系数为0.59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技

术应用通过提升村集体行动能力而增加了村民的治理效

能感。假说2中机制三得到验证。主要在于农村居民的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则村集体能够更加了解村民

的需求与意见，从而增强村集体对居民治理需求的精准

性，及时反馈居民的日常需求，促进村庄治理效能的提

升。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村庄自治、法治和

德治的三治融合，带来村庄整体社会环境的提升，增强

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

五、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不同群体治理效能感的差

异化影响估计

  数字技术应用总体上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治理效能

感，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在农村居民运用数字技

术中，不同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可能并不一致。在此对不

同群体进行分组回归，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

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治理效能感影

响的异质性。其中，性别为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年龄

以40岁为分界线分为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两组，受教育

程度以高中为分界线分为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两组。

  从回归结果表6可以看出，就不同性别而言，数字

技术应用对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皆显著为正，对比女性

群体组和男性群体的系数，女性群体组的系数更大，且

组件回归系数似无相关检验结果的P值为0.0215，表明

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性别的群体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显著

的差异性，即数字技术应用对女性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

感影响效应比男性群体大。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家庭中

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性往往外出务工就业，重点在

工作上；而女性往往留守家庭或从事农业生产，逐渐成

赵祥云　赵晓峰　王春凯·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表5　数字技术应用对治理效能感影响的中介作用检验

社会资本效应 村庄公共性效应 村集体行动能力

变量 M efficacy M efficacy M efficacy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数字技术应用 0.129*** 0.26*** 0.123*** 0.198*** 0.052*** 0.44***

(0.029) (0.062) (0.018) (0.064) (0.011) (0.076)

社会资本 1.703***

(0.053)

村庄公共性 2.298***

(.09)

村集体行动能力 0.768***

(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63 1963 1963 1963 1963 1963

R2 0.079 0.455 0.063 0.358 0.043 0.11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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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祥云　赵晓峰　王春凯·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主体，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内生

治理效用[47]。由于女性的在村时间更长和公共事务参与

度更高，因此数字技术应用对其治理效能感产生了更加

直接的影响，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女性正在成为乡村治

理的关键力量。从不同年龄群体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技

术应用对农村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的治理效能感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对比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的组间系

数，年轻群体组的回归系数更大，而组间回归系数似无

相关检验结果的P值为0.0648，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不

同年龄群体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性，即数字

技术应用对年轻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明显大于中

老年群体。主要原因是，在互联网应用上，代际层面存

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年轻群体对新媒体使用有更大的倾

向性，使其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

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而且即便同是使用数字技术，年

轻人的使用强度和对互联网信息的分析应用也要远远强

于年长的居民。因此，理论上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年轻

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从不同受教育程

度的群体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应用对低学历群体和高

学历群体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对比

低学历群体和高学历群的回归系数发现，高学历群体的回

归系数更大，但组件回归系数的似无相关检验结果的P值

为0.4790，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低学历群体和高学历群体

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性。可能原因在于目前数字技术应用

门槛较低，不同学历并无产生显著的差异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手

段，而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因此需要关注村庄治理过程中农村居民的主观感

知。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应用与农村居民的治

理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民居民的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其治理效能感越高。其次，机制

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丰富农村居民的社会资

本、增强村庄公共性、提升村集体行动能力来改善农村居

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

强，其社会关系网络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村庄公共精

神越高，村庄公共性得以提升，村集体的行动能力得以增

加，村庄治理事务得到有效解决，在此基础上，农村居民

的治理效能感增强。最后，相比于男性群体、中老年群体

以及低学历群体，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女性群体、年轻

群体和高学历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本研究创新性地通过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验证

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提供参考。但也要注意到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存在

表6　异质性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不同群体居民治理效能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女性群体 男性群体 年轻群体 中老年群体 低学历群体 高学历群体

模型19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数字技术应用 0.66*** 0.308*** 0.581*** 0.291*** 0.427*** 0.552***

(0.114) (0.103) (0.121) (0.101) (0.089) (0.15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6.802*** 20.159*** 20.85*** 19.772*** 17.096*** 18.912***

(1.153) (1.138) (1.165) (.848) (.894) (1.184)

样本量 936 1027 849 1114 1427 536

R2 0.143 0.084 0.081 0.087 0.105 0.0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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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中老年群体及低学历群体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存

在困难，这影响到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除此之外，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庄性质密切相关，数字技术关注的是技

术的迭代升级和精准科学，而乡村治理关注的是农民需求

的满足，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间存在张力，而要弥合这一

张力就需要有较强的村庄公共性和集体能力，如此才能解

决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治理任务。

为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结

合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完善数字技术应

用场景，增强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的生活应用。通过数

字赋权，加快农民的数字生活转型，满足其在社交、娱

乐、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数字需求，应对当前农村公共

资源供给不足、村民个体化趋势明显的困境，增强其对

数字乡村治理的满意度，提高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其

次，完善数字政务服务，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方便农村居民的数字政务应用。要补足乡村数字生态的

短板，在供给侧加强数字政务供给，简化农村居民办理

政务的程序，降低其办理政务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再

次，拓宽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加强村庄公共

事务参与平台建设。通过数字平台建设，提升农村居民

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方便其表达个人意见和建

议，增强村庄自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

感，进而实现乡村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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